
刘大千, 宋伟, 修春亮. 贝叶斯方法在犯罪时空格局研究上的应用—以长春市为例 [J]. 地理科学,2022,42(5):820-830.[Liu Daqian, Song Wei, Xiu Chunliang.
Bayesian modeling for analyzing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 of crimes: A case study in Changchun,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2022,42(5):820-830.]  doi:
10.13249/j.cnki.sgs.2022.05.008

贝叶斯方法在犯罪时空格局研究上的应用
—以长春市为例

刘大千1，宋伟2，修春亮3

（ 1.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102；2. 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地理和环境科学系，

美国 肯塔基州 路易斯维尔 40292；3. 东北大学江河建筑学院，辽宁 沈阳 110169）

摘要：对比分析了 2008 年和 2018 年长春市犯罪空间格局的变化特征，进而构建了贝叶斯时空分析模型，整合

了犯罪时空格局演化中的固定效应、空间随机效应和时间随机效应，基于 R 环境中的 INLA 程序包对模型的各

个参数进行了拟合，结合 GIS 制图，识别出异于总体趋势的犯罪相对风险高值区，并进一步解析了犯罪格局形

成和演化的过程和规律。研究发现，犯罪总量在 10 a 间显著下降，犯罪数量较高的警区数量明显减少。长春市

周边地区犯罪率有所提高，而城市中心区域的多数警区则明显下降。贝叶斯时空模型表明，虽然城市犯罪相对

风险的平均水平较低，但其总体上却呈现出显著的增加趋势。空间效应的高值区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心核心区域，

特别是传统的商业网点或经济活动较为集中的警区。时间效应的高值区主要集中在城市外围地区，尤其是国家

级开发区所在的警区。综合空间效应和时间效应，城市中心区域存在既是空间效应的高值区也是时间效应高值

区的时空共同高风险区。贝叶斯方法在数据整合、区域异质性识别以及灵活性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对于犯罪

时空格局形成和演化规律的理解和把握上均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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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问题是一个城市伴生的顽疾。在城市发

展的各个阶段，其都是困扰城市管理者和广大居

民的难题。学术界对犯罪问题始终保持着高度的

关注，不同学科基于各自的特点对城市犯罪展开

了大量的研究。犯罪地理学研究的是从时空 2 个

角度，探析犯罪活动时空分布格局的变化及影响

因子，如犯罪热点区域的辨识与预测[1~3]、犯罪时空

分布格局特征及演化[4~6]、犯罪活动时空分布的影

响因素[7~10] 等诸多方面，体现了地理学研究的特色。

但是，文献研究发现，长期以来犯罪地理领域开展

的更多是空间角度的研究，对时间角度的关注是

不够充分的[11, 12]。直到近 10 a 来，从时空角度的综

合分析在国外犯罪地理研究中才呈现出快速增加

的趋势。不同时间尺度下，不同类型犯罪的发生

数量和空间分布特征表现出复杂多样的变化，如

在小时、日、周、月、季、年等多个不同时间尺度上，

犯罪空间格局往往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特点 [13~18]。

在国外犯罪地理研究体系中，年际间犯罪格局的

对比和演化分析始终是关注点之一。多数研究都

证实了犯罪热点区域及犯罪基本空间格局在很大

程度上具有稳定性或相似性[19~22]，但也有研究发现

不同类型犯罪的分布格局表现出年际差异和多样

的特点[23, 24]。其中，基于空间单元分组并探究不同

组别发展轨迹多年演变规律和分异特征的研究是

较为经典的[19, 20, 22, 24]。但是这种方法没办法考虑到

不同空间单元的空间关联问题，也不能识别出各

组内异于整体趋势的地区[25]。另一类长时间段犯

罪空间格局差异的研究是基于空间点模式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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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分析，该方法由 Andresen 等人于 2009 年提出，

旨在研究不同类型点状犯罪分布格局的相似性[26]，

后逐渐应用于不同时间截面犯罪格局的相似性研

究[21, 23]。但该方法只能应用于点状数据，具有一定

的局限性。相比国外，国内现有关于犯罪时空格

局的研究几乎都是基于较短时间尺度的分析，对

于长时间尺度犯罪活动格局的演变趋势和特征的

关注则相对较少。作为城市中发生的一类现象，

犯罪的发生、发展及演化除了有其特有的发展规

律和趋势外，也可能会受到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

市经济社会环境和物质环境变迁、城市人口结构

更迭、警务防控水平变化等需较长时间才能得以

观察的宏观因素的影响，其分布格局在长时间段

内也很可能发生相应的变化。那么城市犯罪空间

格局在长时间跨度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是本

研究首先关注的问题。

为了对犯罪的时空分布格局进行拟合，需要

建立一个可以同时整合不同时间截面数据的时空

模型。由于犯罪活动已经被广泛证实具有明显的

空间集聚性特征[27~29]，通常在建立时空模型时需要

考虑到数据空间依赖性（空间自相关）的影响，否

则对模型参数的估计很可能是存在偏差的。同时，

从时间维度上看，不同区域的犯罪风险也可能与

总体演变趋势之间有明显的差异，如何在模型当

中体现这种差异对传统方法是一个挑战。通过建

立一个包含随机效应的贝叶斯时空模型，既可以

将不同时段的数据整合进同一个模型，又可以实

现将空间依赖的影响以及不同区域差异化的演变

趋势同时进行拟合，从而获得对犯罪风险的时空

分异过程的全面理解和对各参数的更为可信的估

计。贝叶斯模型在流行病时空统计研究中已得到

广泛应用，近年来在国内外的犯罪地理研究中也

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5, 30~34]，为犯罪时空格局的研

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基于贝叶斯的方法对

各参数的拟合结果，结合地理学的 GIS 制图，将空

间随机效应和时间随机效应分别进行可视化，可

以有效的辨识出那些具有更高水平相对风险或与

整体趋势迥异的区域，而这些区域往往值得特别

关注。本研究以长春市为例，应用贝叶斯时空模

型，拟合 2008 年和 2018 年犯罪风险的时空分异

过程，识别出具有明显空间效应和差异化演化趋

势的地区，从而实现对犯罪风险时空分异过程的

全面理解和对重点地区的有效识别。 

1    研究区域、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和数据来源

研究区域包括长春市主城区内（不包含双阳

区、九台区、以及外围的德惠市、榆树市、公主岭

市和农安县）的各个派出所辖区（警区）的管辖范

围。考虑到城市化地区和乡村地区的差异，研究

区域中不包含那些虽然归属长春市管辖但距离主

城区较远且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几个乡镇。本研究

犯罪数据、警区空间辖区范围数据和人口数据均

来源于长春市公安局。犯罪数据包括 2008 年和

2018 年各个警区的刑事案件发案数量，人口数据

对应的是 2 个年份的各警区内的户籍人口总数①。

以警区为基本的分析单元，为了便于对比，将

2008 年来新增的警区与原有相邻的警区进行了归

并，使 2 个年份的研究单元一致，结果共提取出

83 个警区。作为省会城市，长春市是吉林省人口

和经济活动最为集中的地区，仍然处在人口集聚

的过程中，主城区内部及周边地区的土地利用格

局、人口分布、以及城市内部空间格局、城市商业

服务业布局等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发生了明

显的改变[35, 36]，这些都可能会导致犯罪分布格局随

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以长春市为例，利用贝叶斯

方法考察城市犯罪格局在 10 a 时空格局演化特征，

对于在其他处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和地区

开展类似研究有借鉴意义。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贝叶斯时空模型法来对 2 个年份

的犯罪数据进行拟合。不同于传统的频率学派，

贝叶斯方法将各个相关参数视作是不确定的随机

变量，通过给各个参数假定先验概率分布 (prior
distribution)，结合实际数据和似然函数（likelihood
function），推断出各个参数的后验概率分布，从而

实现对各参数估计。通常用各参数的后验概率期

望值来表征各个参数最可能的取值，用 95% 的

CI 值（Credible Interval 可信区间）来表征各个参

数 95% 的可能性的取值范围。贝叶斯时空模型法

有很多种类，对于面域数据，特别是案例数据相对

较少但人口总数相对较大的数据（如疾病、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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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通常选用泊松模型来模拟案例的随机分布过

程[37]。本研究选取其中最为常用的时空疾病制图

法（Spatial-temporal disease mapping），将 2 个年份

的数据整合进同一个模型中，通过引入固定效应、

空间随机效应和时间随机效应，拟合犯罪风险的

时空分异。这里的犯罪风险指的是一种额外风险

（excess risk）或相对风险（relative risk），目的是为

了规避人口规模对犯罪数量的影响。贝叶斯时空

模型的相关参数及计算公式如下：

Yit ∼ Poisson (λit) （1）

λit = Eitρit （2）

log(ρit) = ηit （3）

ηit = b0+ui+υi+ (β+σi)× t （4）

式中，Yit 指代的是在 t 时间点（t 取 1 或 2，分别代

表 2008 年及 2018 年）i 警区内的犯罪数量，假定

其服从泊松分布。公式（1）中的 λit 指的是 t 时间点

泊松分布的均值参数，用公式（2）来表征；式（2）
中 Eit 指的是警区 i 在 t 时间点的犯罪数量的期望

值，由 t 时间点全部犯罪总量乘以 i 警区人口占全

部总人口的比例计算得到。ρit 指的是警区 i 在 t
时间段内犯罪的相对风险，体现的是相对于区域 i
的期望值其实际犯罪水平的高低。公式（3）和公式

（4）是对相对风险 ρit 进行建模，由于相对风险值一

定是正数，因此通常需要对其进行对数转化后再

进行建模。ηit 为对相对风险取自然对数的中间变

量，b0 是模型的截距，指代各警区平均的相对风险；

ui 指代 i 警区的空间结构化随机效应（ spatially
structured random effect ），用来度量周边相邻警区

对该警区的影响，即空间关联或空间自相关效应；

υi 指代各警区空间非结构化随机效应（spatially un-
structured random effect），其所表征的是一种不受

其他区域影响的随机空间效应，用来度量由于随

机扰动而形成的空间异质性，在模型中引入该随

机效应可以有效表征数据的过度离散（overdisper-
sion）问题；β 反映的是整体的发展趋势，在本研究

中由于只有两个时间截面，因此 β 的值是一种固

定的线性的趋势，即整体趋势只能增加、减少或保

持不变，因此和 b0 一样都属于固定效应；σi 指代差

异化的时间效应（differential time effect），也可以

认为是一种时空交互效应，是区域自身趋势和总

体时间趋势差异的一种反映，当 σi>0 的时候，即由

其表征的相对风险大于 1[ 即 exp(σi)>1]，表示警

区 i 的自身发展趋势比总体趋势要更陡峭，反之

当 σi<0 时，即尤其表征的相对风险小于 1[ 即
exp(σi)<1] 时，则表示警区 i 的自身发展趋势比总

体趋势要平缓[38]。

在拟合模型的空间随机效应（ui+υi）时，采用

的是贝叶斯模型中广为应用的由 Besag 等提出的

BYM 模型[39]。空间结构性随机效应 ui 的先验分布

采用条件自回归（intrinsic conditional autoregress-
ive，iCAR）模型进行估计，其主要的计算思路是，

预设其先验分布是由其周边区域对应值的均值和

方差共同决定的正态分布，而其他区域是否参与

计算取决于空间邻域矩阵（spatial adjacency matrix）
W，其行和列数均为区域总数 N，矩阵的对角线元

素为 0，而矩阵的其他元素取决于其他区域是否和

区域 i 有共同的边界，有则为 1（参与先验分布的

计算），无则为 0（不参与先验分布的计算），这种

方法依据的假设是相邻的区域通常具有更为相似

的犯罪风险。空间邻域矩阵的计算利用 R 环境中

maptools 和 spdep 程序包来实现。空间非结构化

随机效应 υi 的先验概率分布假定满足一个均值为

0 的高斯分布。

模型参数的拟合和计算使用 R 环境中的积分

嵌套拉普拉斯逼近（Integrated Nested Laplace Ap-
proximations, INLA）程序包来实现，相比于常用的

马尔科夫链蒙特卡罗（MCMC）方法，INLA 的一个

主要优点是能在更短的时间内返回准确的参数估

计值并且具有灵活性[40, 41]。模型中的其他参数和

超参数的拟合采用 R-INLA 程序包中默认的最低

限度信息的先验概率分布。在模型的拟合过程中，

笔者也进行了敏感性测试，即对相关参数和超参

数均采用了不同的模糊先验进行拟合，并通过各

模型的 DIC（Deviance Information Criterion）值的

对比进行模型选择。DIC 类似于频率统计模型中

的赤池信息量准则 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
terion），通常被用来对比不同贝叶斯模型的拟合

效果，其值越低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越好[42]，但一

般认为 DIC 的差值要超过 5 才能说明模型得到了

明显优化[34]。敏感性测试的结果显示，不同先验选

择对本研究模型参数结果的影响可以忽略，证明

选用系统默认先验分布的模型具有一定鲁棒性。

利用 R-INLA 程序包计算出结果后，参考

Blangiardo 等所提出的方法[40]，提取 ui 与 υi 之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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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后验分布，再对其进行指数转化 [ 即 exp
(ui+υi)]，进而计算其后验均值来表征由空间随机

效应所形成的犯罪相对风险的高低，用空间随机

效应所对应的相对风险大于 1[ 即 exp(ui+υi)  >1]
的后验概率来度量这种风险的不确定性，后验概

率越接近 1，表明其所对应的高相对风险更为可信，

即该区域存在高相对风险的可能性更大；时间随

机效应所形成的相对风险则可以直接通过对差异

化时间效应参数 σi 进行指数转化（即 [exp(σi)]）来
表征，同样用其相对风险大于 1[ 即 exp(σi)>1] 的
概率来度量时间效应对应高相对风险的可信程度。

利用 ArcGIS10.5 软件，将每个警区的空间和时间

效应所表征的相对风险值及其后验概率进行可视

化表达，进而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 

2    长春市犯罪活动的时空对比分析
 

2.1    长春市犯罪数量的变化特征

从数量上看，长春市主城区各派出所辖区犯

罪总量明显减少，由 2008 年的近 1.8 万起下降到

了 2018 年的近 1.4 万起，减少 3 000 余起，降幅

近 20%。犯罪数量有所下降的警区数量为 50 个，

而上升的数量为 33 个。进一步分析各警区的犯罪

数量统计分布（图 1）可以发现，各警区的犯罪发案

数量平均值由 2008 年的 212 起下降到了 2018 年

的 174 起，标准差也由 157 下降到了 109。这均说

明 10 a 间长春市的犯罪数量总体上是下降的，且

各警区犯罪数量之间的差异（离散程度）呈现出缩

小的趋势。从各分段犯罪数量的分布来看，2008
年警区内犯罪数量的最高值达到了 700 起以上，

而 2018 年则均在 500 起以下。通过 2 个年份的频

率直方图对比可以发现，犯罪数量频数最高的区

段均是 101~150 起，但 2018 年在这个区间的警区

数量明显更多，而 2008 年在 200 起以上的较高的

区间段的频数分布更多，表明 10 a 间，犯罪数量较

高的警区数量明显减少。 

2.2    长春市犯罪率空间分布格局的变化

由于长春市主城区的城镇化进程仍在不断推

进，各个派出所辖区内的人口数据在 2 个年份中

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各区域内的人口数对犯

罪的数量是有根本性影响的，为了使不同年份之

间具有可比性，本研究首先对犯罪率（每万人犯罪

发生数量）的格局及其变化进行分析，并在制图过

程中采用分位数分类（quantile）对犯罪率进行区段

的划分，以保障每个区段的警区数量是相等的，并

且能观察同一水平的犯罪率高值区的空间变化

（如前 20%）。研究发现长春市犯罪发生率的格局

呈现出明显的变化，具体表现在 2008 年犯罪率的

高值区主要集中在城市的火车站、CBD(人民广场

及西安大路周边的商业商务集中区）、重庆路等商

圈以及客运站和主要批发市场所在的警区，整体

上集中在城市的中心区域（图 2a）。到了 2018
年，犯罪发生率的高值区呈现出分散化的趋势，虽

然火车站、重庆路商圈等所在的警区仍处在高值

区，但市中心高值区的空间范围明显缩小（图 2b）。
而欧亚卖场、中东大市场等大型购物中心所在警

区的犯罪率则进入了高值区。此外，城市东部的

二道区、经开区和净月区的部分警区也成为高值

区。总体来看，2018 年的犯罪发生率的空间格局

呈现出分散和集中并存的特点，周边区域的高值

区明显增加。将 2 a 犯罪发生率的数值相减，可以

发现城市中心区域的犯罪发生率呈现出明显的下

降，除了几个少数的警区外，中心区大部分都呈现

出明显的下降，火车站、CBD、桂林路商业区等所

在的警区的降幅最大；而城市周边区域的犯罪发

生率则更多的表现出明显的提高，尤其是经开区

和净月区警区提高的幅度较为明显（图 2c）。 

 

图 1    长春市 2008 年和 2018 年各警区

犯罪发案数频数分布

Fig.1    Histogram of crime counts in Changchun
in 2008 and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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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长春市犯罪格局时空效应分析

利用贝叶斯时空模型法对 2008 年和 2018 年

犯罪数据进行拟合。由公式（4）可知，犯罪相对风

险的自然对数被模型化为一个线性组合，包括截

距、空间结构化随机效应、空间非结构化随机效应、

总体时间趋势和差异化时间效应。其中截距和总

体时间趋势为固定效应（对所有分析单元该效应

是固定的），其余的为随机效应（每个单元展现出

差异化的效应）。 

3.1    固定效应分析

截距 b0 的后验均值为−0.302，其 95% 的可信

区间为（−0.348，−0.257），取值范围不包含 0，因此

可认为 b0 取值结果是显著的，对截距 b0 的后验均

值进行指数化计算，即 exp(b0) 值为 0.739，说明全

部警区平均相对风险较低。而总体时间趋势 β 值

的可信区间为（0.067，0.124），其均值指数化计算

exp(β) 的值为 1.100，表明犯罪相对风险的总体演

变趋势是显著提高，即 10 a 间犯罪相对风险的平

均趋势为增加 10%。这也提供了另外一个观察犯

罪数据演变视角，虽然犯罪总体数量呈现出下降

趋势，但犯罪相对风险总体上却是上升的，这一点

在考察犯罪演化特征时候应予以关注。 

3.2    空间效应分析

对每个警区的空间随机效应值进行指数转化，

并对其后验均值进行可视化来探究各警区由空间

效应所解释的相对风险在空间上的分异（图 3a）。
结果显示，空间效应对应相对风险的高值区主要

集中成片的分布在市中心区域，特别值得关注的

是相对风险异常高的警区，如火车站所在的警区

由空间效应所表征的相对风险达到了 11.37（95%
可信区间：9.39，13.63），CBD 和桂林路商业区所

在的警区该值也分别达到了 6.04（95% 可信区间：

4.84，7.44）和 6.42（95% 可信区间：5.29，7.72），这
些警区的空间相对风险大概率会达到全市平均水

平的 5 倍以上，表明这些区域存在更明显的空间

自相关现象，区域自身和周边区域犯罪集聚程度

更强。进一步考察其犯罪风险的后验概率可发现，

绝大多数高风险区域，其后验概率都较高，特别是

相对风险大于 2 的区域（图 3b），其取值大于 1 的

后验概率均达到 99% 以上，说明这些区域作为高

风险区的可信性非常大。这个发现和西方相关研

究的结论是相似的，即相对风险越高其取值范围

大于 1 的概率就越大[25, 34, 38]。大量由空间效应表征

的显著高值区的存在，暗示这些区域可能存在一

些潜在的导致犯罪活动集聚的影响因素。通过对

这些区域内部和周边环境的分析，可以发现这些

区域大多集中在城市传统的核心区，且内部或周

边包含一些如火车站、客运站、传统商业区、传统

专业市场、大型医院、次级商业中心等实体或片区，

 

1.桂林路商圈；2.重庆路商圈；3.欧亚卖场商圈；4.中东大市场商圈

图 2    2008—2018 年长春市犯罪率的空间格局变化

Fig.2    The spatial patterns and spatial variation of crime rates in Changchun in 200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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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上造成了人口、物流、交易活动、商服文娱设

施和网点的集中，这可能导致犯罪活动的集聚和

扩散；还有可能是由于市中心区域的警区空间范

围较小，犯罪者实际报案的地点可能已经是案发

地的相邻警区，从而造成的周边区域犯罪数量也

有所增加，强化了空间自相关的程度。相反，城市

外围地区的空间效应值普遍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且相对风险高于 1 的概率也都比较小，说明这些

区域由空间效应表征的犯罪相对风险较小且不太

可能存在空间自相关现象。这可能是因为长春市

外围区域普遍是新发展地区，其人口集聚程度相

对较低，各项基础设施还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

具有人口集聚作用的商服文娱设施网点较少，因

而犯罪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和扩散作用相对不强。

此外，由于城市周边区域的警区的辖区往往是传

统的乡镇地域，其空间范围通常较大，警区间的距

离也较远，彼此间的相互影响较小，这可能也是造

成周边区域空间效应较低的重要原因。 

3.3    时间效应分析

时间效应也被称为差异化时间效应，其所反

映的是各区域与总体时间趋势差异程度的大小。

对差异化时间效应进行指数转化，发现由其表征

的相对风险的分布表现出了非常不同的特点（图 4a）。
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城市周边地区，低值区则主要

分布在城市的中心区域。同时，差异化时间效应

的后验概率表现出与空间效应相似的特点，即相

对风险高值区，其可信概率均比较高，换言之，和

总体时间趋势差异越大，其可信程度越高（图 4b）。
总体来看，城市周边区域的犯罪相对风险的演变

趋势要比全市平均水平更“陡峭”，即向更高的水

平演变。尤其是长春市东部和东南部的经济技术

开发区、净月开发区，以及东北部的国家级长春新

区北区内各警区的差异化时间效应处于更高水平，

如长春新区北区时间效应所表征的相对风险的后

验均值达到了 6.32（95%CI：3.89,10.08）。不难发

现这些区域几乎和长春市重点发展的各类开发区

相重合，如图 4a 北部和东部的 4 个高值警区就恰

好分别覆盖了长春市经开区、净月区和高新北区

的核心区域。反之，城市中心区域由时间效应所

解释的犯罪相对风险要比全市平均的演化趋势更

“平缓”，即向更低的水平变化，特别是传统的火车

站、城市 CBD、重庆路、桂林路等商业区及周边地

区所在警区的相对风险则要更低。 

3.4    空间效应和时间效应的综合分析

对比空间效应和时间效应的空间分异格局，

发现有些区域同时在空间效应和差异化时间效应

上表现出较高的相对风险（相对风险值均大于 1），
都具显著性（后验概率均大于 95%），本研究将其

命名为时空共同高风险区。基于上述判定标准，

图 5 中共识别出 3 个警区同时具有显著较高的空

 

图 3    2008—2018 年长春市犯罪空间效应相对风险的后验均值和大于 1 的后验概率

Fig.3    Posterior mean and posterior probability of the spatial effect for relative risks of crime in Changchun in 200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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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效应和时间效应。进一步统计每个警区的空间

效应、差异化时间效应的值和其大于 1 的后验概

率，如表 1 所示，所识别出的 3 个时空共同高风险

区，除 B 区域的空间效应较高外，其余的参数值均

不太高，但这几个区域也是值得未来的警务防控

中予以一定关注，因为这些区域的犯罪风险既具

有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可被认为是一个空间的

热点区域，又比整体发展趋势更为“陡峭”，犯罪风

险有向更高水平发展的倾向。 

4    讨论

与传统方法相比，利用贝叶斯模型来考察城

市犯罪时空格局的演化体现出了明显的优势。第

一方面在于贝叶斯模型具有很强的综合性。通过

整合不同时间点的犯罪数据于同一个模型中，将

犯罪相对风险转化为固定效应、空间随机效应和
 

表 1    时空共同高风险区参数统计

Table 1    Parameters for the regions with higher spatio-temporal relative risks
 

时空共同高风险区
空间效应相对风险 时间效应相对风险

后验均值 95%可信区间 大于1后验概率 后验均值 95%可信区间 大于1后验概率

A 1.23 (0.98,1.52) 95.98% 1.26 (1.10,1.45) 99.95%

B 3.55 (2.88,4.30) 100% 1.23 (1.09,1.41) 99.94%

C 1.50 (0.97,2.19) 96.53% 1.28 (0.98,1.64) 96.24%

　　注：A、B、C参见图5。

 

1，桂林路商圈；2，重庆路商圈；3，欧亚卖场商圈；4，中东大市场商圈

图 4    2008—2018 年长春市犯罪差异化时间效应相对风险的后验均值和大于 1 的后验概率

Fig.4    Posterior mean and posterior probability of the differential time effect for relative risks of crime in Changchun in 2008-2018

 

图 5    2008—2018 年长春市时空共同高风险区分布

Fig.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igher relative risks regions identified
through spati0-temporal effects in Changchun in 200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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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随机效应的线性组合，结合各个参数给定的

先验概率分布，基于实际的犯罪数据和似然函数，

利用贝叶斯算法推断出各个参数实际可能的取值

范围，从而能够评估不同效应对相对风险变化的

贡献，且能够区分出各种随机效应的空间异质性，

更为清晰的挖掘出隐含在犯罪数据内部的各种信

息，这是利用传统的犯罪分析和制图手段难以实

现的。通过在模型中引入空间随机效应，从相邻

区域“借取”先验信息，贝叶斯模型可以有效解决

在传统的犯罪率分析时经常会遇到的小样本、过

度离散和空间自相关性等问题，使得犯罪风险模

型更加稳定[25, 43]。不同于传统频率学派的统计思

路，贝叶斯方法认为各参数的取值是不确定的，各

参数最后给出的是各参数值的一个范围，只是通

常以其后验均值作为参数的形式来表现，这更符

合对于局部时空差异不确定特征的描述。

观察贝叶斯模型对长春市 2 个年份犯罪数据

拟合结果发现，虽然这期间城市总体犯罪数量和

均值都是呈现明显下降，但犯罪相对风险的演变

趋势却显著提高，这表明单纯依靠犯罪数量的变

化来判断演变趋势是不全面的，依托贝叶斯模型

对犯罪相对风险进行考察为犯罪分析提供了一个

新的研究视角。同时，用贝叶斯模型分别拟合出

构成犯罪相对风险的空间随机效应和不同区域所

展现出的时间维度的差异化趋势，并利用 GIS 软

件对其后验均值进行可视化，也可以视作是一种

新的犯罪热点区域的识别方法。对于面状数据，

应用传统频率统计方法所得到的犯罪集中区域或

犯罪热点区域，通常指的是那些在统计上展现出

区域内犯罪率显著“高高集聚”的区域，识别出的

犯罪热点区域往往集中成片，难以进一步区分哪

些区域具有更强的集聚程度。而利用贝叶斯时空

模型得到的空间效应的高值区既能有效识别出那

些具有较高相对风险且具有明显集聚性的地区，

又能够拟合每个区域自身相对风险的大小，从而

识别出每个热点区域的独特性。此外，利用贝叶

斯时空模型还能有效识别出那些比总体发展趋势

要“陡峭”的区域，即时间效应的高值区。这两类

热点区域的认知，对于警务人员在制定犯罪防控

策略的时候均有借鉴的意义。而通过综合空间效

应和时间效应，得到的时空共同高风险区的分布，

兼顾了犯罪风险空间特征和演化趋势，亦可为警

务防控工作提供进一步的参考。

贝叶斯时空模型的另一个优势体现在其具有

很大的灵活性。贝叶斯时空模型中的空间随机效

应可以视作那些潜在且具有空间相关性的犯罪影

响因素的替代。换言之，空间效应的高值区意味

着在这些区域内部可能存在某些潜在影响因子导

致其与周边区域的犯罪相对风险产生了空间关联，

如可能是因为这些区域的商业网点较为密集，大

量商业娱乐活动客观上意味着会有更多的犯罪目

标和潜在的犯罪者在这些区域的集聚，而流动人

口的过多以及交通的便利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

犯罪的防控，根据日常活动理论（routine activities
theory）[28], 这将会导致这些区域犯罪机会的增加，

而由于这些潜在因素在相邻的区域往往同时存在，

进而引起了犯罪在空间上的集聚。同理，犯罪相

对风险差异化时间效应的高值区意味着这些区域

的犯罪风险有着相比于整体趋势更为“陡峭”的发

展趋势，提示这些区域中可能存在某些潜在的影

响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并导致犯罪活动

明显的增加。如在城市周边重点的开发区中，10 a
间相对更大规模的开发活动意味着人口和产业相

对更快的集聚，如新的居住区、商业区、大学以及

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等，客观上提供了更多的潜

在犯罪者和犯罪目标汇集的机会，同时，周边地区

在道路监控、警力巡逻等措施短时间还不完善，这

些因素共同导致了相应的犯罪机会的增加，从而

使部分区域犯罪相对风险增加更为明显。另一方

面，市中心区域低于总体趋势的犯罪风险则可能

源自于 10 a 间城市监控设施的完善和警力巡逻力

度的加强等因素。加强对这些潜在的影响因子的

辨识对于理解犯罪时空格局的形成过程具有重要

的意义。如果能获取与上述因素相关的历年数据，

在贝叶斯时空模型中，则可以很方便灵活的通过

增加相关的协变量的方式来对其进行度量和表征，

如依据环境犯罪学相关理论引入 2 个年份各警区

的人口结构特征、社会经济状况、土地利用、警务

巡逻及监控设施等变量，构建更为完善的犯罪时

空分布解释框架，进一步提高整个模型的模拟精

度，并估计各影响因子回归参数的可信区间，从而

更为全面的解释犯罪相对风险的时空格局，这也

为未来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方向。

受到数据的限制，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如本研究仅能获取到警区尺度的犯罪数据，且只

分析了 2008 年和 2018 年 2 个时间断面犯罪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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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变化趋势，总体上来说研究尺度还是比较宏观

且犯罪演化的总体趋势只能以线性规律来表征。

此外，在犯罪类型方面，不同的犯罪类型其时空格

局可能也是有所不同的。未来随着更为精细、更

多年份（或月份、周等）、更多类型犯罪数据和相关

影响因子数据的收集，利用贝叶斯时空模型能更

加细化的分析城市多种类型犯罪时空格局的演化

规律和形成机理（细分的时间段还应考虑到时间

维度的自相关问题）[38]，从而获得更为可信和多样

的研究发现。其次，本研究使用 2 个年份户籍人

口作为计算各警区犯罪数据期望值的依据，也许

并不是最佳选择，如果能够利用诸如微博签到或

手机信令等时空大数据作为人口基数进行建模，

可能会使得整个模型的拟合效果更好。 

5    研究结论

在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10 a 跨度

的犯罪分布格局也会表现出一定的时空分异。贝

叶斯时空模型分析方法能够有效的整合多个时间

截面的分析数据，解决小样本、过度离散和空间自

相关等问题，在拟合出犯罪总体演变趋势的同时，

给出显著不同于犯罪平均水平或总体趋势的犯罪

风险时空高值区，从而为更全面的理解犯罪时空

格局的形成和演变提供借鉴和参考，体现出较强

的综合性和灵活性，值得进一步推广和应用。本

研究通过长春市犯罪时空格局的对比研究发现，

2008—2018 年总体犯罪数量呈现出明显的下降，

犯罪数量较高的警区数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压缩。

犯罪发生率的分布格局在 10 a 间也呈现出明显的

变化，除了一些传统的商业区仍然为高值区以外，

周边部分警区的犯罪发生率也进入高值区，高值

区呈现出扩散趋势。从数量变化上看，传统的城

市中心区域犯罪发生率明显的下降，而周边区域

的犯罪发生率则更多的表现为明显的提高。利用

贝叶斯时空模型对基于人口数的犯罪相对风险进

行拟合，对犯罪时空格局形成过程中的平均相对

风险、总体演变趋势进行估计，并对空间效应和时

间效应所表征的犯罪相对风险进行可视化表达，

研究发现长春市虽然平均相对风险较低，但犯罪

相对风险总体上却呈现出显著的增加趋势。空间

效应的高值区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心核心区域，且

存在若干空间相对风险格外高的警区，都是传统

的商业网点或经济活动等较为集中的地区。时间

效应的高值区则主要集中在城市外围地区，表现

出比总体演变趋势更为“陡峭”的特点，尤其是经

济技术开发区、净月开发区和长春新区（北区）内

部分区域具有更高的时间效应所表征的相对风险。

此外，还存在几个时空共同高风险区，其犯罪风险

兼有空间集聚的特点和进一步升高的趋势，也应

给予一定的关注。

致谢：感谢长春市公安局对本研究在数据上

的支持。本文的结论和解释均由本文作者得出，

不代表长春市公安局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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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yesian Modeling for Analyzing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 of Crimes:
A Case Study in Changchun, China

Liu Daqian1，Song Wei2，Xiu Chunliang3

（1. Northeast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Agroec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angchun 130102, Jilin, China;
2. Department of Geographic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Louisville, Louisville, K Y 40292, USA;

3. Jangho Architecture College,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69, Liaoning,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firstly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changes in terms of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s of
crimes in Changchun between 2008 and 2018. A Bayesian spatio-temporal model integrating the fixed effects,
the spatial random effects and the temporal random effects is built and fitted using the R-INLA package in R
program. Combining with the maps of different effects of the model which are made used the software of Arc-
GIS 10.5, we identify the areas with higher relative risks of crime different from the general level or trend and
further analyze the process and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crimes in Changchun.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total
amount of crimes displayed an obvious decreasing trend and the numbers of police precincts with higher crimes
declined  apparently.  The  crime  rates  showed  an  obvious  increasing  trend  in  the  peripheral  areas  of  the  city
while it went down dramatically in the inner city during the two years. The results of the Bayesian spatio-tem-
poral model shows that the average trend of relative risk of crimes shows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spite of the
lower basic average relative risk of crimes. The police precincts with higher spatial effects were predominantly
concentrated in the core area of the inner city. Especially, the highest spatial effects were mostly located in the
precincts with those major traditional commercial area or the intensive economic activities. The higher differ-
ential time effects were mainly located in the peripheral areas. Particularly, those precincts where the three ma-
jor national development zones located possess the higher relative risks represented by the differential time ef-
fects. After integrating the spatial and differential time effects, several higher relative risks regions are identi-
fied through both spatial  and temporal effects within the inner city,  deserving more attentions in the work of
crime control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future.  Bayesian method show obvious advantages on data integra-
tion, area-specific heterogeneity identification and degree of flexibility and can provide more insights into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crime pattern.

Key words:  crime; Bayesian models; INLA; Changch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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